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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关键途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教育作为人

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之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

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选择我国 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使用工具

变量法，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对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

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

用，该变量除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外，也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

专利申请量，进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此外，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也存

在着非线性关系。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在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

西部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越低，教

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就越大。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工具变量法；双向固定效应；门限

面板回归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

过去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将转向长期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的增长

将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 TFP）

主要指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量的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经济增值，即导致经济

增长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组织创新、

生产创新、管理创新、专业化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进步等因素［1］。罗默与卢卡

斯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持续增长与经济发展质量最为



第 11 卷第 2 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39 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13 年 6 月 

 2 

重要的衡量指标。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作用与贡献的探讨从未停

止，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杨（Alwyn Young）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

与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仅为 14.2%
［2］。

蒋（Yanqing Jiang）也发现我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剥离环

境投入对 GDP 增加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值并不高［3］。但

有些研究也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7%左右［4］，有研究还

预测 2021—2050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升至 55%~66%
［5］。

因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是驱

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核心部分。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是

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
［6］，可以通

过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增加人力资本价值，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

动经济增长［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8］。虽然我国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但有些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带来的创新效应并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呈低水平波

动［9］，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不足 0.5%
［10］。这是由于我

国的教育事业总量虽有增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存在，可以说，目前

我国是一个“教育大国”，但却不能被称为一个“教育强国”。有研究对于发达国家

与金砖国家共 52 国的教育竞争力进行了排名与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教育竞争力

倒数第二，位居世界第 51 名［11］。此外，虽然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

已经超过 4%，但仍然与国际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即便单纯从财政能力考察,

我国财政对教育的保障水平也要低于相同财政收入比例的国家［12］。因此，要想实

现经济持续的、有质量的增长，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育水平与质量至关重要。 

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要将其转化为优质的人力资本必须依赖教育。教

育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依靠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

依赖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在此经济发展格局之下，探讨教育与

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 2000—2018 年中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

素生产率的变动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主要代理变量，选择双向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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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效应模型与门限回归模型，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教育数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线性与非线性关系。 

 

二、文献综述 

（一）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早期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的文献大多关注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发现全

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长期发展动力后，学者们将视角转向全

要素生产率自身，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不

断提高指明方向。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包括外商直

接投资、本国创新、制度、基础设施、城市化、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房

价等等。霍特（Charles R. Hulten）指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通常包括技术创

新、组织和制度创新、社会观念变动、需求变化、要素份额变动、变量缺失和测

量误差等［13］。魏下海等人对于我国城市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发

现城市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长期正向影响，并通过创新这一中介效应来

影响 TFP 增长［14］。阿尔瓦雷斯—阿尤索（Inmaculada C. Alvarez-Ayuso）研究墨

西哥各州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因素技术变化和效率变化的影

响，发现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5］。阿里索（I·brahim 

Arisoy）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土耳其 1960—2005 年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

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贡献［16］。董春风等发现产业

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以及教育投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发

展不平衡情况下的消费能力、对外开放以及环境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要素

生产率的发展［17］。周（Qian Zhou）等人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房价对于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房价通过影响人口密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存在溢出效应［18］。 

（二） 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影响的所有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形成的

人力资本。在所有研究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文献中，大多使用平均受教

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虽然相关文献数量较多，但现有研究并未得出相对

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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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部分文献认为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特谢

拉（Aurora A. C. Teixeira）使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

研究了葡萄牙 1960—2001 年教育、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教育以及本

土的创新能力都会对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19]。阿拉兹穆拉多夫

（Annageldy Arazmuradov）对于苏联的 15 个国家 1995—2008 年的教育与全要素

生产率关系进行了探讨，使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相应

教育水平劳动力所占比例的加权平均代理教育，发现教育以及对外投资都对于全

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效率变化实现的
［20］。阿尔维

（Shahzad Alvi）使用了 37 个国家 1990—2010 年的数据，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

为代理变量，发现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也

基本得出了平均教育指标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的结论
［21］。彭旸使用 DEA

方法计算了全国和各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水平，发

现当期的受教育年限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滞后一期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却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说明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

滞后性［22］。朱福林也使用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发现中国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强正相关关系［23］。 

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对于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与上述文

献相反的结论。例如，米勒（Stephen M.Miller）等人使用了 1960—1989 年 83 个

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在加入

贸易与开放程度这些控制变量后，其影响变为了显著负相关［24］。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也使用了跨国数据集，用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采用

OLS 法与 IV 法都发现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25］。颜鹏飞使用 DEA

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发现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比

例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总值与技术效率分项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技术进步的

系数显著为负［26］。王婷使用了生产函数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受教育年限每

增加一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将降低 0.17，且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因果

效应，但是教育若要对全要素生产率发挥较大作用，则需要更长的滞后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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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仅探讨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开始深入

探讨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路径。尼尔森（Richard R. Nelson）等人最早开

始探讨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中介机制，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即一

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于世界前沿技术的学习、吸收和消化的能力也越强，

该国对于世界前沿技术的追赶速度也就越快，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就越高［28］。本

哈比（Jess Benhabib）等人在尼尔森等人的理论模型之上，提出了教育通过直接与

间接两条机制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使用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机制，通过对跨

国横截面数据的全样本回归发现，一个国家是通过追赶效应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的，但是不同收入的国家教育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不同，低收入国家与全样

本机制相同，但高收入国家则是通过国内创新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29］。目前对于

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研究，大多是基于上述两篇文章的理论基础，建立实

证模型来进行计算与验证的。范登布斯切（Jérome Vandenbussche）等人基于上述

理论模型，构造了一个与技术前沿国家的生产差距这一变量，并将该变量与受过

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比例进行交互，可以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受过

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对距离技术前沿更近的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重要［30］。 

国内学者也对作用机制进行了相关研究。许和连等人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引入教育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研究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教育与

贸易开放度有显著的相互作用，中学以上劳动力比例的提高会促进国内企业学习

先进技术，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31］。许培源与邹景等人关注我国的贸易结构与

教育支出的交互项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该研究使用高技术品与中低技术品

进出口的比值来衡量贸易结构，发现教育支出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贸易技术溢出

的效果，教育支出的水平上升，溢出效应越可能发生，从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

显著影响［32］［33］。张玉鹏等人则借鉴了范登布斯切等人的研究方法，使用某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作为中介变量，发现受教育水

平高劳动力与距离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由于生产率差距为负值，说明受教育水

平高的劳动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只有距离小于一定值

时，此类群体才会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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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献述评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本文发现关于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

究较多，方法较为完善，大多使用了一阶差分 GMM 估计。此外，针对时间序列

数据，使用单位根分析、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而对于面板数据，

则大多考虑了双向固定效应来分析。但目前文献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虽然

已有文献数量较多，但也有文献发现二者并不相关，甚至存在显著负效应。这可

能是由于平均受教育水平本身存在较大内生性，需要用更加严谨与精确的方法探

讨二者关系。第二，大多数文献都使用普通回归方法来分析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

的线性关系，却较少有文献分析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所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如

果存在相应的非线性关系，可能在其他相关变量到达某一值后，教育对于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会增大或减小。本文将针对上述两点不足，使用 DEA-Malmquist 指

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除线性关系外，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关注二者的非线性

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为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000—2018 年的面板数据，共 570 个观测值。对于个别变量与指标的数据缺失值，

采用插值法并结合移动平均法，或者使用全国平均数据进行补全处理。此外，鉴

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未将其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 核心因变量：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 TFP）。对 TFP 的定义，以往

研究采用较多的是“索洛余值”的概念，即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物质要素之外，

其他所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36］。其测算方法主要有参数与非参数法两

大类，包括以索洛余值及随机前沿分析为代表的参数法和以数据包络分析为代表

的非参数法，本文选择基于 DEA 方法的 Malmquist 指数法来计算 TFP，该方法主

要测量的是 TFP 的变化，其无需对于生成函数的形式进行规定，也不需要对于无

效率项的分布进行提前的假设，避免了理论与模型的约束，也可以将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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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使用 DEA-Malmquist 方法计算 TFP 的文献所需要的变量为 GDP、资本存

量以及劳动力，本文在此基础上加入人力资本存量，将人力资本存量、资本存量

和劳动力同时作为投入，将 GDP 作为产出，使用 DEAP 2.1 软件，估计全要素生

产率。 

GDP 的计算主要使用了各省 2000—2018 年的名义 GDP 以及 GDP 指数，将

其计算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避免由于通胀所带来的影响。名义 GDP

以及 GDP 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主要参考张军等人对物质资本存量计算
［37］的方法，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全国分地区 2000—2018 年的资本存量，资本积累的方程为： 

其中，δ 为折旧率，根据张军等人关于折旧率计算的数据，取 9.6%。Iit 为各

地区第 t 年的投资，使用各地区当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

数来计算，与 GDP 计算方法类似，全部折算为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关于

各省市 2000 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使用杨［38］在论文中的计算方法，将各省市 2000

年的固定资本除以 10%作为当年的初始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及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 2018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根据年鉴中较 2018 年的增长率进行计算，用当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填补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值。 

对于劳动力投入这一变量，本文使用各地区 2000—2018 年的年末就业人数衡

量，所需数据来自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其中河北省 2017 年和 2018 年的缺失数据

使用平均增长率估算填补。人力资本存量这一指标使用各省 2000—2018 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其具体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与下文核心自变量教育中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方法相同。 

2. 核心自变量：教育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教育。有学者将教育分为了正规学校教育、在职教育、

岗位培训以及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干中学”四类。在所有的教育分类中，正规学校

教育在人力资本生产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39］。本文聚焦于正规学校教育，使用

2000—2018 年各省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计算方式为各种学

历的从业人员人口比重与各阶段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具体公式为：平均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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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年限=小学从业人员占比×6+初中从业人员占比×9+高中从业人员占比×12+大专

及以上从业人员占比×16。各学历从业人员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3. 控制变量 

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创新以及

贸易依存度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依存度分别使用各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来计算，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中，

缺失值使用增长率填补。此外，创新这一指标，由于各地区研发投入经费缺失值

较多，因此本文依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使用其中 2000—2018 年各地区专利

申请量作为创新的可操作化指标，避免由于研发投入经费的缺失值填补导致结果

不稳定。 

（二）描述统计 

表 1 与图 1 为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所得的 TFP 随时间变化的结

果。从表中可以看出，2000—2018 年期间，我国 TFP 年均变化率为 8.9%，与我

国 GDP 的高速增长相比，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而从各年

的变化趋势上来看，波动较为明显，虽然变化率一直为正，但增速有显著差异，

2000—2010 年其变化率增速呈波动上升趋势，自 2010 年后 TFP 变化率增速开始

波动下降。此外，从我国 TFP 的分解项来看，技术效率平均每年降低 0.7%，而技

术进步平均每年增加 9.7%，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大多依靠技术创新与进步，技

术效率则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了负向的作用。从各年的变化趋势上来看，

技术进步变化一直呈上升趋势，而技术效率的变化则是在 2012 年以前呈下降趋

势，自 2012 年以后呈波动上升趋势，这也说明我国 TFP 变化的增长从主要依靠

技术进步，到逐渐同时依靠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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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为使用 DEA-Malmquist 方法计算所得的 TFP 空间变化的结果，包括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东中西部的平均值。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TFP年均增长9.1%，

东中部年均增长 8.7%，三地区差异并不大，且西部地区增速更快，这可能是由于

西部地区 TFP 初始值较低，后发优势较大。在技术效率变化方面，东中西部都呈

下降趋势，但相比来说，东部技术效率减小值要小于中西部，东部的技术效率利

用率更高，但在技术进步方面，东部变化率最低，西部最高，这也说明西部更多

的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 TFP 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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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核心自变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例，可以看出，省份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异较大，最小值为

6.1 年，而最大值则达到 13.6 年。其他控制变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异及各变

量之间的标准差也较大。这说明了数据中不同年份、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较大，

因此在后续的计量回归中，需要对于时间和省份进行固定效应的处理，以剥离时

间趋势以及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于结果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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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法与模型 

1.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本文的数据结构具有 N 较宽，T 较短的特征，在对于教育与全要素生产

率的线性关系进行估计时，为避免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变量的遗漏以及时间

趋势对于因变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TFPit 为省份 i 在年份 t 中的全要素生产率；Eduit 为省份 i 在年份 t 时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FDIit 为省份 i 在年份 t 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Tradeit

为省份 i 在年份 t 中的外贸依存度；γi 为省份固定效应，θ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

随机扰动项。 

此外，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可以将 TFP 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

进步，本文还将关注教育对于 TFP 分解项的作用是否不同，具体模型为模型(2)

与模型(3)，其中仅因变量进行了改变，EFFCHit 与 TECHCHit 分别代表省份 i 在年

份 t 的技术效率变化率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率，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与模型(1)完全一

致。 

 

为验证本哈比等人所提出的教育对于 TFP 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

上，分别加入教育与 FDI 以及教育与创新的交互项，分别代表教育通过吸收外国

先进技术以及教育通过促进本国创新促进 TFP 的增长。具体模型见模型(4)与模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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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 DEA-Malmquist 指数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为相对效率，本文尝试使

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由于我国疆域辽阔，

不同省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本文在异质性检验中还划分了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

样本回归。 

2. 门限回归模型 

尽管在线性部分的异质性检验中，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

非线性关系，即教育在不同地区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但对于外商投资

占 GDP 比重、创新与贸易依存度等连续变量来说，无法像分类变量一样，人为规

定其区间范围，因此需要给出一个划分的标准，即“门限值”。门限回归方法由汉

森（B. E. Hansen）在 2000 年提出［40］，以严格的统计推断方法对于门限值进行参

数估计与假设检验。本文的门限回归模型设定如下（以单一门槛为例）： 

其中，i 为省份，t 为年份，β0 为截距项，qit 为门槛变量，在本文中分别为

FDI 占 GDP 比重、专利申请量以及贸易依存度，φ 为门槛值，1(·)为示性函数，即

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it 为省份 i 在年份 t 时除

了门槛变量之外的其他控制变量，TFPit、Eduit、γi、θt 的含义与模型(1)完全一致。

本文将首先分别检验在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不同专利申请量以及不同贸易依

存度这三个门槛变量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其次关注在具有门槛效应的控制变量处

于不同水平时，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3. 内生性问题解决 

前文提到，相关文献结果差异较大，可能是由于教育存在较大内生性，导致

上述模型的结果出现偏误，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工具变量的选

择需要满足“排他性约束”条件，这包含两点要求：其一，工具变量与内生自变量

具有相关性；其二，对于因变量而言，工具变量是外生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

这意味着，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仅通过内生自变量发挥作用。本文选择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滞后一、二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既与当期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相关，也不直接与因变量直接相关，因此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后文也将

提供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以及 DWH 检验的结果以证明工具变量的有

效性。使用工具变量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内生性修正，进行两阶段估计。由于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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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模型与模型(1)—模型(6)一致，在此不再做赘述，仅展示一阶段相关模型如下所

示： 

其中，Eduit-1、Eduit-2 分别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滞后一期、两期的数据，其余变

量与上述模型相同。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关系 

1. 基础回归模型 

表 4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 TFP 及其分解项的基础回归结果，其中单数列为未

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双数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1)和(2)列，第(3)和(4)

列，第(5)和(6)列的因变量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变化（effch）

以及技术进步（techch）。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对 TFP 以及技

术进步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平

均受教育年限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每

增加一年，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分别增加 0.54%与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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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为解决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其滞后期变量作为

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第(1)列为一阶段回归结果，第(2)—(4)

列为 IV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因变量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效率变化

（effch）以及技术进步（techch）。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进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从表中第(1)列可以看

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当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度相关，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值为 118.506，远高于经验边界值，因此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Durbin-Wu-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1，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

拒绝了解释变量外生的假设，因此证实了 OLS 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需要使用工

具变量法予以校正。此外，过度识别检验结果的 P 值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均外生，

且与扰动项不相关”的假设。综上，本文对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为避免内生

性问题，后文所有回归结果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表 5 第一行为核心解释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IV 结果与

OLS 结果相比，方向一致，但 IV 估计的绝对值更大，显著性水平更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 OLS 估计由于存在内生性造成了低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平

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分别增加 2.28%与 1.55%，

对于技术进步仍然没有显著影响。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

用，这与前文大多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平均受教育年限对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

响，可能是由于不同层级的教育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有正有负，通过平均受教育

年限来计算，其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华萍［41］在其文章中也发现，小学和中学教

育对技术进步并无显著影响，仅有大学教育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能解释本文的结果。 

在控制变量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和申请专利数对全要素生产率

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专利申请量每增加 1%，TFP

变化率分别增加 47.4%与 0.4%，这说明吸收外商的先进技术以及本国的专利创新

都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且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于外贸

依存度来说，其系数为负，表明其对于 TFP 变化率存在着显著负向影响，外贸依

存度每增加 1%，TFP 会下降 2.33%。这可能是由于对于外贸依存度越高，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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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会越依赖贸易与资本投入，而非依赖技术创新促进 TFP 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的

发展，因此外贸依存度对 TFP 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 5 第(5)列为使用“索洛余值法”计算 TFP 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由于“索

洛余值法”仅能计算出 TFP 的一个总体值，因此本文仅展示因变量为 TFP 的稳健

性检验，未展示分项的稳健性结果。从结果中可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对 TFP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加入交互项的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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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为分别加入教育与外商投资占 GDP 的比重（FDI）交互项（第(1)—(2)

列）以及教育与创新交互项（第(3)—(4)列）的回归结果，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与技术效率变动（effch），由于教育对技术进步这一因变量没有显著影

响，此处暂不讨论。在加入交互项后，教育本身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并没

有发生变化，且交互项系数都显著，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既可以直接对于

TFP 以及技术效率提升产生影响，也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本土创新对其产生

影响。FDI 与教育的交互项系数在其中两个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平均受教育水

平越高，可以利用与吸收的 FDI 也就越高，从而促进 TFP 的增加以及技术效率进

步。但有文献研究的结论与此完全相反［42］，他们发现交互项系数不显著，由此认

为教育并不会通过 FDI 来影响 TFP。存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主要是由于两项研究关

注的时期不同，该文献主要研究了 1978—2001 年我国的 TFP，但本文聚焦于 2000

年以来我国的 TFP，在这一阶段，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能力逐渐增强，因此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而创新与教育的交互项在因变量为 TFP

与技术效率两个模型中显著为负，这说明教育对创新的推动作用有限，受教育水

平越高，依靠本国创新来推动 TFP 以及技术效率改进的作用越少，其主要通过教

育直接作用，对于 TFP 与技术效率的提高来产生影响。作为提供创新人才的高等

教育，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培养质量不断降低，过度教育问题严重［43］，

高等教育对创新的影响正在逐年下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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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 

 

前文对平均受教育年限与 TFP 的基本线性关系、内生性问题、结果的稳健性

以及调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线性回归检验，本部分着重讨论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其他控制变量取不同数值的时候，教育与 TFP 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出现回

归系数不同或者显著性不同的情况。对于按照东、中、西部分类的地区变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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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变量的分类，进行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但对于 FDI 占 GDP 比重、专利申

请量以及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三个连续变量，无法人为确定其门槛值，需要使用门

限回归模型来讨论二者的非线性关系。本部分将对这两类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 

 

1． 异质性分析 

将 30 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对于三个地区分别使用基础模

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东部地区结果为(1)—(3)列，中部

地区结果为(4)—(6)列，西部地区结果为(7)—(9)列，因变量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技术效率变化（effch）以及技术进步（techch）。研究发现，平均受教

育年限与 TFP 以及分解项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

东部与中部的 TFP、技术效率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东部的

影响显著更大，东部与中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1 年，TFP 的变动率会分别增

加 3.83%与 3.23%，技术效率分别提升 1.46%与 1.33%。而对于西部来说，平均受

教育年限对于技术效率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对 TFP 及技术进步无显著影响，

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技术效率会提升 1.36%。在西部地区，教育仅对技

术效率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西部地区的 TFP 本身

较为落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提升而非技术进步［45］；第二，西部地区整体平

均教育水平为 8.46 年，低于东部的 9.96 年与中部的 9.12 年，自身创新能力不足，

平均受教育年限更多的是在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而非促进技术进步。 

 

2. 门限面板回归分析 

本部分使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对连续性控制变量进行非线性关系的讨论。在

使用门限模型前，先对于几个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看该变量是否存在门

槛效应。从表 8 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外贸依存度两个变量存在着

显著的门槛效应，且二者都是单一门槛 F 值显著，因此两个变量都应选择单一门

槛模型。而专利申请量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在后续回归中，不将专利申

请量作为门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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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为两个门槛变量所取的门槛值，其中，第一行与第三行因变量为 TFP，

第二行与第四行因变量为技术效率变动。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 TFP 中的技术进

步分解项并无显著影响，因此本部分不做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因变量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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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时，外商投资占 GDP 比重的门槛值为 0.0512，而外贸依存度的门槛值

为 1.2156；而当因变量为技术效率变动时，外商投资占 GDP 比重的门槛值为 

0.0317，而外贸依存度的门槛值为 0.7612。根据得到的门槛值，进行门限面板回

归，所得结果如表 10 和表 11 所示，其中表 10 的门槛变量为外商投资占 GDP 比

重，表 11 的门槛变量为外贸依存度，因变量都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与技术效

率变动（effch）。门槛变量的不同水平下，教育对于 TFP 以及技术效率变动的边

际影响是不相同的，即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非呈现线性关系。外商投资

占 GDP 的比值在小于等于 0.0512 以及大于 0.0512 两个区间内，平均受教育年限

每增加 1 年，TFP 变化率分别增加 1.60%和 1.80%；在小于等于 0.0317 以及大于

0.0317 两个区间内，技术效率分别提升 1.71%和 1.88%，因此外商投资占比越高，

教育对 TFP 以及技术效率变动的影响也就越大。而对于外贸依存度来说，在其取

值小于等于 1.2156 以及大于 1.2156 两个区间内，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TFP

的变化率分别增加 2.40%与 2.16%；在小于等于 0.7612 以及大于 0.7612 两个区间

内，技术效率分别提升 1.83%与 1.59%，即外贸依存度的占比越小，教育对于 TFP

以及技术效率变动的边际影响越大。这表明外贸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外贸依存

度超过一定门槛值，会使得该地主要依赖进出口贸易来提升经济增长，导致教育

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本国技术效率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愈加有限，不利

于我国 TFP 的提升。因此适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升 TFP，促

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 11 卷第 2 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39 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13 年 6 月 

 21 



第 11 卷第 2 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39 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13 年 6 月 

 22 

 

✓ 

五、 结论与讨论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都是促进经济可持续、有质量增

长的重要指标，而教育除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外，又会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

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选择 2000—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人力资本存量的前提下，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个分解项。在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

计算后，本文选择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以及门限面板模型，选择工具变量方法，分别分析了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要素生

产率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00—2018 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变化率为 8.9%，虽然增

长率较高，但与 GDP 年均增长 9.5%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不高，目前的

经济增长仍然是靠物质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拉动。从分解项上来看，我国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大多依靠技术创新与进步，技术效率则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

生了负向的作用。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差不大，

但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东中部来说增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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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内生性。从工具变量结果来看，教育

对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变动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教育除对全要素生产率

有直接影响外，也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专利申请量，进而对全要

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第三，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特征。对于分类变量地区而

言，教育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

东部与中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于东部的影响显著更大，但

西部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

对于连续变量而言，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

同区间取值而发生变化，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越低，教育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也就越大。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

来看，仍存在着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情况，要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增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增加其对 GDP 的贡献率十分重要。而在所有影响全要

素生产率的因素中，教育作为重要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我国正逐步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发展，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教育方面

提出建议至关重要，也更加切实可行。根据所得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我国要更注重教育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以

提高我国从业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家对于各级教育的经费

投入，既要保证教育的“量”，更要注重教育的“质”；第二，要完善我国目前的人

才培养机制，由于创新对于全要素生产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我国的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应培养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与创新团队，并且积极

引进和储备国外的高质量人才；第三，由于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技术进

步贡献的，在技术效率的运用上仍显不足，因此提升我国劳动力的技术利用效率

非常重要，相关院校应调整人才培养方式，提高人才的技术水平与熟练度，培养

出具有丰富科技知识和操作能力，能够高效消化吸收与应用前沿技术的人才。此

外，在关注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宏观经济因素对二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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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影响。我国需要切实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积极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互利合作，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同时，坚持在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促进我国本土的技术进步与创

新。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

变量，这一指标的选择重点关注了教育的水平而非质量，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的存

量而非增量，且平均水平可能会忽略各级教育的不同影响，所得结果并不一定准

确，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尝试使用各级教育质量、教育经费或者人力资本增量的相

关变量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其次，本文囿于数据可得性，仅将三个控制变量纳

入方程，并未加入更多的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可能会存在遗漏

变量问题，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后续会尝试加入更多控制变量以完善模型。

最后，本文主要研究了教育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对于具体的作

用机制仅使用教育与外商投资占 GDP 比重以及教育与申请专利数两个交互项进

行了调和效应机制的简略分析，并未展开详细讨论，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进

行二者作用机制的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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